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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绅到中农

朱晓阳

［摘 要］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

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
治观念史所左右。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本文与上述研究
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基于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
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论文将探索在 60 余年间，国家通过
政治 /组织路线，对血缘 /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 /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
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关键词］ 士绅; 中农; 乡村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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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使用“精英”一词描述乡村领导时，往往有“理性选择”这样一种来自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形式经济学的预设。

这是本文所反对的。与此不同，本文基于地方性的用语描述和讨论乡村领导人。这些用语在民国或王朝时代
是“士绅”、“乡绅”或“老绅士”，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则是中农、富农、地主或“干部”。本文认为，用语不仅是
表征，而是具身性的“视角”。本文主张“非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即在否定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时候，开出了一
条本体论相对主义的道路。这种相对主义认为:我们在共同的世界中各自寻求的“传统知识”，不会因翻译而
被归并到同样的地位。参见朱晓阳:地势、民族志和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载《思想战线》2015 年第 5 期，以及朱
晓阳:废墟、乡绅和自治，载《开放时代》2016 年第 3 期。

一、问题起源:对老旧问题的重新检视

本文将讨论一个老问题:在现代国家( 从清末以来) 建设并深入乡村的 20 和 21 世纪，农村领
导( political leadership) 如何延续 /变迁，以及农村社区如何整合和凝聚?
在讨论以上问题时，过往和当下的研究使用的语词基本上有以下几种:士绅、地方精英、代理人、中

介、庇护( patron client relationship)、权力文化网络等。此外，近年流行的说法是“地方势力”等。
简单区分一下，到 21 世纪中叶为止，士绅或乡绅被当作研究乡村社会领导者的一个基本概念。

士绅研究是费孝通先生及其魁阁团队的一项重要社会学人类学遗产［1］。但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直到当下的研究中，一般论者都不再将“士绅”作为描述对象的用语。论者即使将之作为参照，也
会认为:虽然有过士绅，他们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也已经消失殆

尽［2］。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家建立起有效的县、乡和村的基层政权系统，将自治的乡村逐渐纳入国
家的控制，乡下的村官越来越变成国家科层制中的准官员，士绅传统基本上在乡村的正式政治中失

传。在“士绅”一词被弃用的同时，“地方精英”①开始被频繁使用［3］93 － 107。
以往研究，一些是从国家－社会或结构－能动性等维度，讨论乡村干部作为地方“代理人”［4］或



国家中介［2］。或有将包括士绅在内的“地方精英”视为“经纪人”［5］。与此“( 赢利) 经纪人”视角有
关，当下的一些主流研究会主张乡村社会治理存在“内卷化”，基层社会为国家无能控制的“地方势
力”所把持［6］。
以往的研究中一些会对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或观念性的制度等进行解读。但这类

研究的首先一个问题是有“去领土化”( detrritorialization) 取向①;另有一些研究虽然重视地点 /场所
和具体时间，但缺乏历时性的参与观察。
除了以上这些缺憾，以往研究基本上缺乏对于地方人事－政治与生计技术和地方环境的融贯

理解。以往的研究常将生计技术和场所 /地势或生境视为社会或文化问题的“自然背景”，而不是
将其视为社会或文化的内在因素。
本文与以上路径不一样，将“政治”视为栖居于特定场所 /生境的公共活动②。本文不假设有自

足的政治主体③，而将政治视为与生计、生境等相互融贯的活动和相应技能。“技能”在此主要是指
生计生产意义上的能力，这些技能在特定的生计环境中会具有“政治”意涵④。本文将“生境”理解
为生活环境，其中包括人( 社区) 及其周遭的物、基础设施 /环境和生计 /生产的技能等。例如土、
水、道路、家宅、庙宇和社区组织等是一个农业生境的重要部分⑤。本文将这些因素视为与当地的
“政治”和秩序直接联系的，或者视之为“政治”本身。就此而言，这是一种存在性或本体性政治⑥。
当然在讨论政治生活时，仅有这种现象学式的描述是不够的，因此本文还关注政治势力，例如国家

及其政治组织路线和具体实践对村落的直接影响⑦。还应当指出，以下研究的再一个特点是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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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领土化是人类学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一个趋向，即不再仅盯住一个村或固定场所。在人类学领域
这是适应研究对象的流动、尺度变大和多地点而出现的研究进路。例如追踪“人群流动”“商品链”等的“多点
民族志”，或当下国内出现的“线索民族志”。
笔者在“地势、民族志和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和“废墟、乡绅和自治”等文中，对这一路径有论述。这一路径受到
Tim Ingold的启发。雅各布·伊弗斯在 Ingold栖居路径的影响下，有关于四川夹江手工纸业的研究。参见朱晓
阳:地势、民族志和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载《思想战线》2015 年第 5 期以及朱晓阳:废墟、乡绅和自治，载《开放时
代》2016 年第 3 期; 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New
York: Ｒoutledge，2003: 157 － 171;雅各布·伊弗斯: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手工业的技术定位，载《民族学刊》2012
年第 2 期。
这里的自足政治主体是指传统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行动者”，也是与“客体”相区别的“主体”。
例如下文将讨论的农事活动的技能与成为自然村 /生产队领导或管理者的关系。
当代演化论人类学认为生境是物种赖以存在的结构性、时间性和社会性情景( context) 。它包括有机体所经历
和再结构的空间、结构、气候、滋养物和其他物质的、社会的因素。有机体在经历和再结构这些因素时，与其分
享同一环境的竞争者、合作者和其他活动者也在场。人类生境建构则发生在空间和社会范围，其包括社会合作
者、感知情景、人类个体和社区生态，其中也有很多与人类在同一环境中的其他生物。当代演化论人类学主张
用整合性的人类生境建构来讨论人类演化。这种路径试图将物质与认知和行为与形态学( morphological) 统合
起来。虽然演化论人类学是从长时段尺度来讨论“人类生境建构”，本文借用“生境”一词仅限于描述延续性的
农耕社区文化及其环境的整合关系。参见 Agustin Fuentes: Integrative Anthropology and Human Niche: Toward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uman Evolu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 117，no． 2，pp． 302 － 315。
之所以将这些人与物相互浸入的关系视为政治，是因为在这种栖居中有“政治”发生。例如在技术运用和推广
中伴随着支配和被支配;在生计活动中( 如耕作) 出现领导性或示范性的行为或人物，与此同时正在同一生活

环境中的人会追随、参与或抵制这些示范活动或人。这些具有公共性的活动或人经常是在日常生计活动中出
现，经常没有一般政治表征。这种政治除了存在性之外，也是“直接性”的。
有关“势力”作为社会政治理论的概念，见朱晓阳:地势、民族志和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载《思想战线》2015 年第
5 期。



时性视角审视乡村社会的精英及其变迁①。
概言之，本文以现象人类学的栖居视角作为基本进路，从生计 /技能和具体生境中测度政治活

动。本文将一定时期党和国家的阶级 /组织路线及其具体实践预设为村落精英沉浮和分化的重要
决定因素，在此前提下讨论不同层级领导人的区别和关系。本文还将以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辩证结
构分析为进路，讨论乡村社会两级组织和干部之间的互动和结构性区别。

二、田野地点

本文的实地调查地点在昆明滇池东岸的小村［7 － 8］。1974—1977 年笔者是该村的知识青年。
1997 年笔者在小村从事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此后长期对该村进行追踪研究。自从 2010 年以来，笔
者还参与了该村村民抵制城中村改造的活动，并从 2013 年以后，参与了该村的治理。
直到 20 世纪末小村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业的村庄，其所在地区是有昆明市“菜篮子”之称的

滇池东岸。小村在集体化时代就是一个稻麦与蔬菜混作，以主粮种植为主的农耕社区，1980 年代
以后以种植蔬菜为主，稻作于 1990 年代后期完全停止。整个村庄有耕地 1 700 余亩，人口有 2 300
余人。小村与相邻的两个小自然村同属一个行政村( 目前称为居民委员会) 。2003 年以后随着昆
明城市扩张，小村的耕地被陆续征用完毕，村民的生计来源也从农业转为租房和其他非农活动。在
2005 年，随着大量耕地被征用，小村也利用国家搞“新农村建设”的时机，在老村庄的边上辟出 260
余亩耕地，建起一座有 503 幢房子的新村。小村人目前的租房收入基本来源于新村。租住在小村
的外地租客有 2 万余人。
小村在 2010 年被列入昆明市的城中村改造名录。2010 年 5 月昆明市为了建设一个超大型商

贸城———中豪螺蛳湾商贸城的二期项目，启动对包括小村在内的 7 个自然村的拆迁。一年以后，小
村周边的村庄都被拆平，只有小村幸存留下。小村人举全村之力抵制拆新村，政府后来不得不下文
承诺保留新村。小村的老村在拆迁中被拆了一部分，但由于村民抵抗，老村的大部分也没有被拆，
至今仍有部分村民和租户住在村内。

三、国家与“传统复兴”

透过滇池小村最近六十余年的历史，其村庄社会组织层面浮现两种与传统有关的现象:其一是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大队 /行政村层面，特别是党的组织成员中来自少数几个家庭及其“我家
人”的比例较大。与此相关，党支部的历任主要领导是从这几个家庭中产生。追究根源，会发现这
些具有家庭网络的党员都或多或少属于土改时期入党的积极分子的“我家人”。其二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生产队 /村小组层面，土改以前的乡绅或土改成份为中农背景的人及其后人有较多机
会成为领导。与前一类人相比，这些人往往是“非党员”。
这一节讨论第一种现象，即土改时期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组成的党组织通过发展“我家人”入

党，形成对大队 /行政村党支部的长期掌控。有研究者在别的地区注意到了这种现象②，并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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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的“历时性”研究路径是基于发端于法律人类学的“延伸个案方法( 扩展个案方法) ”( extended case meth-
ods) 。参见朱晓阳:《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 1931—1997) 》( 修订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 章。
杨善华也注意到公社时期大队一级的领导与家族关系，认为上级( 如公社) 为了地方稳定，故意在大队的领导

配备上考虑各家族平衡。这种平衡并非只有家族一个变量，实际上应包括地缘性平衡。如小村的大队领导从
1960 年代初开始就是由构成大队的 3 个自然村各出一人( 支书、大队长和文书) 组成。这种安排说明自然村－
生产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单位。



基层党政组织“家族化”［9 － 10］。与此相关，通过党支部 /大队 /行政村还能够将村内 /外的好位置或
稀缺资源分配给“我家人”，这些位置如村学校的教师、赤脚医生、农业科技员，或参军机会等。但
是此前的研究者一般都不会从党的政治 /组织路线本身的实践来讨论这种路线与家族化的逻辑
关系。
本文想强调的是某一家庭及其“我家人”掌控党支部现象的出现与党在农村的地位和党员发

展特点，或者说与党的政治 /组织路线有关。党支部作为农村唯一的合法领导组织，一方面有最高
的正式地位，另一方面出于“先锋队”或精英主义要求，长期以来仅吸纳很少数量的村民( 开始是土
改中的贫下中农) 加入①。党的阶级－精英主义与乡土社会的“特殊性关系”或“差序格局”本是南
辕北辙的两种特殊主义，在当代的中国乡村却相互重叠在一起。党要求精选少数先进分子( 贫下
中农) 入党，成为党员的村民则优先选择自己的“我家人”进入党内。党员优先选择自己的“我家
人”入党并不违背阶级路线。因为这些“我家人”一般也是符合党的组织路线要求的。例如在集体
化时期，一般能入党的村民的成份是贫下中农。
党组织的再一个特点是一经加入便是终身身份。这使党组织和党员身份具有高稳定性。这比

村委会和村小组领导要稳定得多。在集体化和 1990 年代以前，由于生产大队 /行政村的行政领导
人如大队长和文书是由公社 /乡政府任命，因此能获得这两个位置的人也都是党员。自从 1990 年
代中期以来，村委会和村小组领导一般需要经村民投票选举产生。最近 20 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
中，村委会主任或村小组长职位被一个家庭长期控制的局面相比党组织较少。这与两个位置必须
经过数千人投票有关。而且能竞争这两个位置的人相比党支部要多得多。小村 1990 年代中期到
2003 年有两任村委会主任，两人都是在成为村领导后被吸纳进入党内。按照他们的说法，当时是
乡领导和村党支书主动来劝他们申请入党。但是 2003 年上任的村委会主任老皮因为个人与支书
之间有矛盾，多次写入党申请书却始终未得党支部通过②。老皮 2010 年辅佐其子小皮参加村委会
选举，小皮取代其父成为村委会主任。小皮在第二届任期内( 2015 年) 成为预备党员。地方政府意
识到自从村民委员会实行海选换届以来，村委会主任一职经常会落入“非党员”之手，特别是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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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中关于浙江一个村庄( L大队)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有党员 25
名，其中贫农出身 17 人，中农出身 7 人，富裕中农 1 人。但是党支部委员 5 人中，有 2 人是贫农，3 人是中农出
身。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版第 98 － 99 页。
老皮在小村不属于土改精英及其“我家人”网络。他的上台是利用 2003 年 10 月征地修路中，村民对当任主任
黄大育和书记张生民的不满。黄愤而辞职后，老皮被选为村委会主任。2007 年的换届选举中，乡政府试图推
出张生民作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但老皮再次利用村民对征地补偿款不能及时分配到各家的担忧，成功连任。
老皮当选后，帮助追随自己的刘明成为村小组长。2010 年老皮的儿子小皮当选村委会主任，刘明再次当选小
组长。老皮与张生民和党支部的关系较紧张，老皮试图入党，党支部会上多次未通过。老皮一家在大队 /村委
会历史上是一个特例。老皮的背景更像下文将讨论的另一类“乡绅－中农”或“非党员”精英。从政策 /制度层
面看，老皮能进入行政村领导位置是与 20 世纪 90 年代到最近十年间，村委会换届实施海选制度有关。如上所
说，在 1990 年代中期马建( 包括当时小组长黄大育) 曾以非党员身份选入行政村领导( 1996—2000) 位置，但很
快就被动员入党。马建是土改党员马忠和马竹英兄妹的“我家人”之一。黄大育( 1996 年被选为小村自然村村
长，1998 年辞职; 2000 被选为村委会主任，2003 年辞职) 则是解放前的村绅黄崇道的孙子。老皮难以入党是与
其不属于党支部－红家庭网络有关，同时也与他和张生民的个人关系紧张有关。在小村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大
队长 /行政村主任与党支部没有严重不和，一般行政领导也都是党员。黄大育和老皮父子能进入行政村领导岗
位说明那个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 不再有阶级成份限制) ，特别是实施村民自治以来，非大队 /党支部－我
家人( 甚至乡绅－中农) 家庭背景的村民也有机会突破过去局限在生产队 /小组层面的状况，进入更高级的领导
位置。在小村老皮因为 2005 年主导建新村，被村民认为有功于本村。老皮在辅佐儿子小皮竞争村委会主任职
位时，也强调:“要是没有我家，不可能有新村”。



出些“上面不认可”的人①。例如小村的黄大育、老皮和小皮父子在一段时期都被认为是这一类人。
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小村。因此最近 10 年来地方政府在实施换届选举时，“提倡党政一肩挑”，即
力推党支部书记成为村委会主任。小村的党总支书记张生民在 2016 年被选为村委会 /居委会主
任，成为一肩挑干部。总而言之，村委会与行政村党支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
与“精英－稳定”相并行，国家是通过党 /行政村( 大队) 组织分配资源。行政村层面的党政核心

成员有更多机会获得稀缺的物质或象征性资源，例如公社时期招收农民参军和当工人的指标，挑选

人担任村内的服务性工作( 如小学教师和赤脚医生) 等。这些机会往往是大队( 行政村) /党支部委
员的亲属得到。这些村内的职位往往是由国家系统推行和分配，是嵌入在农耕社会内的“好位
置”，例如村学校的教员、卫生室的医务人员或农业科技组( 化肥、农药和农机具推广使用) 成员等。
因此虽然是依靠党组织，按照政治路线分配资源，但这些资源同时也增强了行政村( 大队) /党支部
成员的家庭在农耕社会内生秩序中的地位。这些通过党－大队“我家人”网络分配的位置往往是与
“新农业”和“社会主义农村”有关的，例如新式农机技术员、农药和化肥技术员、小学教师、医务人
员等，而不是传统农事活动的关键位置( 如驾牛犁田) 。有些资源分配的短期和直接后果是帮助这
些家庭的成员脱离农村社区，例如参军。但实际上大多数参军的人后来都会复员回乡，因此从长远
看参军仍然是使这些家庭在农村中的地位增强。关键的一点是相比在村里，服役是入党的好机会。
服役期间成为党员的人将来会有更多机会进入村庄的政治核心。这方面如小村从 1980 年代初以
来的 3 任行政村党总支书记以及现任村小组党支书就是。他们都是村党组织核心成员的“我家
人”，因此而得到参军的机会，在服役期间加入党，复员回乡后成为党组织领导。

图 1 “我家人”

以上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 谁是“我家
人”? 在滇池东岸，“我家人”或“我家的( 人) ”
是当地的说法，指本户的成员和有父系亲属关

系的家庭的人，即小村人说的“本家”。“我家
人”多是以父系关系的男人为核心，也包括嫁入
本村的本户的女性及其核心家庭成员［8］。在本
文讨论的范围，“我家人”的重要意义是本村为
界限。原因在于“我家人”边界经常是村庄政
治中初级联盟和一般联盟划分的界限②。
滇池小村的另一种与“党组织－我家人”直

接相关的现象是，在行政村由多个自然村组成

的情况下，党组织领导更多从自己所属的自然

村村民中发展党员。小村的大队 /行政村 /社区
行政辖区自从 1960 年代初以来由 3 个自然村组成，其中小村自然村 /生产队 /小组最大，当前户籍
人口 2 300 余人，其余两个自然村分别有 300 余人。从 1960 年代以来的另一项制度性安排是大队 /
行政村 /社区领导人分别由 3 个自然村的人担任。这些位置包括支书、大队长 /主任和文书。现在
行政村 /社区党总支有 100 余名党员，来自小村的约 60 余人。也就是说小村党员在其自然村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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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经常被媒体曝光的村民换届选举负面消息是有贿选现象。政府方面在提倡党政“一肩挑”时，会批评海选出来
的村领导有黑社会介入等。2016 年小村所在地区政府采取海选推出的候选人必须经过街道 /乡审查其资格，
被认为合格者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
“我家人”是村委会和村小组换届选举中的“铁票”。最近两届选举中，行政村( 社区) 村委们因拆迁而结成高度
凝聚的党派。为了避免选举中互相竞争，7 名村委( 包括主任) 以入股方式参加，并动员每一村委的“我家人”
都投这 7 个人的票。村民在计算这些人的“铁票”票数时也是基于这 7 人的“我家人”人数。



口中的比例为 3%，而其余两个村的党员则占其总人口的将近 7%。党员比例在 3 个村中失衡是与
村党总支书记有关。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党支部被其中一个小自然村的张生民掌握。张
仅在 2010—2013 年期间不任党总支书记。张的父亲在公社时期当过生产大队干部，张也是在参军
期间入的党。张生民时期发展的党员大多数来自他家的村庄。2007 年小村的前村主任老皮抱怨
说，“他一个 300 人的小村庄发展 7 个党员，我这个2 000 多人的村子只吸收一个”①。
党支部很容易形成来自某几个家庭的党员比例过大的情况。而党支部书记和核心成员的位置

往往被这几个家庭的成员获得。某一家庭的成员成为支部书记以后，又通过发展自己的“我家人”
入党，从而形成对党支部的影响力。

A:土改及合作化时期乡长( 村领导) 马忠;

B:马忠的妹妹马竹英，土改干部、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妇女委员;

C:蒋胜利，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大队( 乡) 支部书记;

D:蒋胜利之妹，党员，70 年代小队妇女委员;

E:马竹英儿子，党员，村学校教师，后提升到区小学当校长;

F:蒋胜利的堂弟，社区( 村委会) 委员。

图 2 土改及合作化时期干部马忠兄妹的部分
“我家人”，其中涂黑色的为党员身份

小村的党支部具有家族控制特点。但这种
家族控制党支部，或家族控制村庄内正式领导

组织的情况不能简单归结为“宗族国家”传统
的继续。相反，更应该强调党进入农村的特性
( 如政治 /组织路线，强调阶级成份) 提供家庭
控制正式领导组织的机会这个面向。
以上这种“传统复兴”现象使我们反思人

类学关于宗族与国家的一些说法②。实际上所
谓家庭影响，以及家族控制农村正式组织是在

国家穿透农民社会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互动

而出现的“红家族传承”。如果党不是一个领
导性－精英主义组织，并能通过正式系统分得稀
缺资源，很可能这些主导性家庭及其成员就没

有加入的积极性。
在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如果国家势力进入与“传统文化”相互加强是一种有深刻逻

辑关联的现象，那么这里的讨论便提供了理解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政治延续性和稳定性的一个面向。
我们因此能理解国家在当下乡村社会的正当性基础如何。总之，它绝不如那些秉持“现代－传统”
“国家－社会”等二元对立框架的论者所想像的那样脆弱。

四、从乡绅到中农

现在讨论第二种“传统复兴”现象，即自然村( 生产队 /小组) 领导与乡绅－中农的关系。
“党支部 /大队 /行政村－我家人”并不是小村的全部政治面向。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个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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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于坚、朱晓阳:《故乡》( 纪录片) ，2009。
传统人类学往往会将家庭和亲属关系视为非国家的社会的基础，或者将现代国家视为与传统家庭和亲属关系

等血缘为基础的社会之间的断裂。法国人类学家郭德烈( Maurice Godelier) 对这种人类学的“真理”给予否定。
他认为“国家不仅出现在以秩序、阶级或种姓进行划分的社会，还出现在由各种部落和族群构成的帝国”。弗
里德曼对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经典研究也是认为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领域现
在较多人认为中国的“宗族社会”( 如以家庙兴建为标识) 是 16 世纪开始的一场“地方社会与王朝共谋，把宗族
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基于东南中国的历史研究将“宗族社会”视为最近几百年的新创造，认为“宗
族社会对于王朝国家，对于地方社会，都是个方便的建构”。参见郭德烈: 《人类社会的根基———人类学的重
构》，董芃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53 页。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
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74—175 页。科大卫:《皇帝和祖先: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3 页。



A:郑梁，2010—2013 年行政村党支书，现为村民监督委员会主

任;

B:郑梁妻子;

C:郑梁父亲，公社时期大队党支部委员;

D:郑梁母亲，公社时期大队赤脚医生;

E:郑梁姑妈。

图 3 前行政村党支书郑梁的部分“我家人”，

其中涂黑色的为党员身份

改出现并延续至今的社会网络经常占据村庄的

上层———行政村( 大队 /社区) 。在与生产和生
计直接相关的层面，如自然村－生产队 /小组则
滋养其他曾经的传统精英。这种现象在 1960
年代初以后较明显。
农耕社会传统精英的革命遭遇是经历从

“乡绅”到“中农”的过程。
按照胡庆钧等的研究，20 世纪上半叶滇池

地区的绅士的一般条件: 首先是要受过相当的

教育，其次是有田产和房屋①。胡根据调查认
为有两种乡村绅士: 第一类是“领头绅士”，即
有功名或仕途背景的地主; 第二类“次绅士”，
这是一批受过相当教育未获得功名或未曾出仕

的小地主［1］90。与胡的分类相似，费孝通指出:
“绅士可能是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

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11］12 － 13，115，124。
这些小地主虽然家中土地比一般农民多一些，但平均到个人并不太多，因此都是自己及家人从

事耕作，农忙时雇人帮工，其生活状态与自耕农差不多。这些小地主或次绅士就是本地的殷实人
家。小村 20 世纪 30 年代的几个当地人称的“老绅士”都属于“次绅士”。这些人的土改成分大多
数为上中农。土改时期被定为富农成份者往往是因家中缺劳力，不得不雇工种地，而上中农才是真
正人丁兴旺，田地多，有耕牛，体现“耕读传家”理想的富裕农民②。
其实滇池东岸农村的贫农与中农和富农间无“阶级”性质上的差别③。所谓中农、上中农和富

农的主要生计来源是靠自己种地，这些人正是农耕社会的楷模④。即使生活水平不及中农的贫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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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胡庆钧和周荣德在 1940 年代昆明滇池地区的研究是关于绅士阶层的实证研究。即使如此，这些研究也只是将
乡村士绅的土地和农业家庭作为背景指出，并没有对士绅家庭与农业生计及其生境的相互嵌入作深入研究。
当下讨论传统文化存废者更是多从“主观”或观念角度论述。这些论述会将“村社共同体”视为儒家主张的“王
道”的基础，但却少有人注意“村社共同体”的空间实在性。论者一般注意到政治的改朝换代和国家搜刮，但经
常将村社层次的状况略过。此外，张仲礼的士绅研究则主要关注士绅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强调功名、学品、学衔
和官职等背景。参见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年，以及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和张仲礼: 中国绅士———官民之间
重要的社会“稳定阀”，载《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9 期。
韩丁的《翻身》一书也记录了山西张庄土改中，村内被划为富农的唯一的家庭是一名寡妇。这一家有田地、驴、
大车和农具。这个寡妇的男人早死，寡妇和儿子都不干活，靠雇长工种地。胡英泽、郭心刚关于 20 世纪 30—50
年代山西乡村役畜与区域和阶级的分配的研究称，上中农户均拥有的牛和马的数量是 1. 323 和 1. 25 头，比地
主( 1. 125 和 1. 0) 和富农( 1. 114 和 1. 0) 拥有的牛马还多。该文也认为“养牲畜的往往是中上人家”。参见韩
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50—352 页;胡英泽、郭心刚:区
域、阶级与乡村役畜分配———以 20 世纪 30—50 年代山西省为例，载《开放时代》2017 年第 4 期。
在小村所属的官渡区，土改时期富农占有的土地数量当时在官渡的平坝地区是总耕地的 15%，富农人口是
10%，富农家庭人均才 2 亩地。在官渡地区三分之一强的土地属于中农，人均 1. 1 亩; 13%属于贫农，人均 0. 5
亩。另外，寺庙公学族田占了该地区土地的 15%。参见段森: 官渡区农业志大事记，官渡史志资料 2，1989 年
第 55 页。
小村在土改时没有本村人被定为“地主”( 除有一家破落地主) 。本村有两家客籍地主，一家是昆明的“江西会
馆”，另一家是昆明的一个官僚。这些组织或官僚在村里买了地，雇人耕种。



也是以中农、上中农和富农作为生活的理想和目标。但是由于土改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农耕社会被
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和当时政治路线，分成“贫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和“富农 /地主”这样一些
“阶级”。国家从此按照这种阶级分类确定政治上的敌友，依靠“贫下中农”及其“我家人”建立基
层网络，将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分配给其依靠对象，对“阶级敌人”进行剥夺，对中间和敌对阶级
实行长达数十年的歧视。从此贫下中农与上中农才有了在乡村政治中的明显界限。
(一)人民公社时期乡绅－中农的崛起:生存危机下的选择
小村从 1950 年代中期到 1960 年代初经历了与其他许多地方相似的历史，即激进的集体化运

动。1954 年小村村内成立 5 个初级社①，1956 年整个村庄被并入跨村庄的一个高级社，社长是小
村的土改党员马诚。1958 年小村和 18 个村庄被并入国营某农场，成为农场下属的一个队。从
1958 年开始，整个村庄的生产权统一到国营农场，农产品调配和分配也由农场指挥，全村人进食堂
吃饭。1961 年在大跃进失败和严重饥荒背景下，小村变成公社制度，与两个相邻自然村组成同一
个生产大队，村内分成 7 个生产小队。1969 年 7 个生产小队合并成全自然村统一的小村生产队。
这个自然村 /生产队 /小组作为“集体”直到今天仍然是其区域内的土地的所有者。
在生计和日常生活层面，小村从 1960 年代初开始，生产队( 自然村) 的实际领导位置上有乡绅

－中农进入。这种状况是在严重的饥荒和生存危机下，因既要保持公社制度的底限———生产队，又
要让村民能够生存的双重亟需而发生。作为公社基础的生产队的生产和经营要依靠乡绅－中农的
勤劳、技能、知识，甚至道德示范。这些人通过生产小队 /自然村使个人 /家庭得以保全，其承继的传
统价值得以延续。但是如果说有一种乡绅－中农延续的文化存在，它仅是农耕生境 /地势中的一种
没有表征的政治和文化，或者说没有官方肯定性表征的文化。例如它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意识形态
中的公开表征仅仅是“小农意识”或“富农路线”等负面标签。
(二)谁领导生产队?

1961 年以后的公社虽然在政治和观念上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并实行计划经济，但其基础
的“生产队”是传统农事活动及相应技术支配，自然村是农事活动和农业生计的生境。农耕村社内
的农事活动和技术基本上与百年以前差不多。例如主要种植稻、麦、豆和油菜，实行粮菜倒茬;主要
依靠体力、手工工具( 锄、犁、扁担、箩筐) 和畜力; 肥料以农家肥和城市的人粪尿为主等②。这样一
种生境的延续提供了村社共同体内生秩序延续的前提。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与农耕技术和生计环境有关的变化主要是水利、电力、一定程度机械化
( 拖拉机和电动打谷机部分替代) 、化肥农药使用，以及农业高产品种引入等。这些新的技术引入
或基础设施改善是通过公社系统自上而下实施，其技术推广和相应资源分配有助于建立新的生计

环境。一些新农业基础设施的建成影响了地方社会和政治。例如滇池东岸因兴修水利，终结了从
自然河沟分水的传统。国家组织农村集体兴修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网络，从滇池引水和提水，用提水
站按计划分配水到网络内的各村。这个水利系统形成以提水站为节点的灌区水利共同体③。由于
农田水利建设和用水的分配是以生产队 /自然村为单位，生产队 /自然村作为农耕社区的框架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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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 5 个社的社员是基于居住相邻划分，与小村解放前的五个会所的会员有重合。有关这些会所的情况，参见朱
晓阳:《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 1931—1997) 》( 修订版)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年版第 89—91 页。
在 1970 年代大田生产已经普遍使用化肥，但集体的蔬菜地( 占大田四分之一) 和村民的自留地仍然是使用农
家肥。
灌区范围与 1960 年代以后的公社行政辖区基本重合。可能原因是 1960 年代初包括小村在内的村庄脱离国营
农场，划分入公社时，公社范围是随灌区而定。当时的公社办公室正是在提水站所在地。参见朱晓阳: 《小村
故事:地志与家园( 2003—2009)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版第 2 章。



而被突显和强化①。
对土地、水利、肥料、种子、种植技术( 密植与轮作等) 、植物保护、工具使用和田间管理等农事

要素在当地环境下的把握和调配是农业生计的核心，也是毛泽东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八字
宪法”指出的这些核心要素既包括传统农事，也有“新农业”或“社会主义农业”的成份( 例如水利、
化肥、农药和机械化等) 。在 20 世纪集体化时期的自然村 /生产队，传统农事活动的能力仍然被看
重。如果关注当时农业劳动过程的这些核心与人的关系，会发现在农事及其技术方面有能力( 包
括智慧、知识、经验和体力) 的人，加上其勤劳和正派，会被公认为是获得农业丰收的保障②。除此
以外，“靠老天帮忙”也是重要的信念。村民一般会说: “种地这行没有师傅”。这种说法并非否认
农业技术和经验的可传授性，而主要是指农业生产过程有不确定性因素，例如气候变化等。
在村庄的日常农事活动中这些精英及其价值都会被村人所识别并肯定。例如村里谁肯出力干

活，谁是种地能手，且在为人处事方面成熟，特别是“私心不重”，这个人就有可能成为生产小队领
导人③。在 1970 年代，小村的两个生产队副队长属于这种人。再有一种人善于谋划农业生产管
理，眼见开阔，有一些今天所谓之“企业家精神”，这种人也会被推举成为农业生产的管理人。小村
1970 年代中期的生产队长金诚属于这种人④。村落社会中还有一些属于能够帮助村民解决精神生
活问题的人物，例如一贯道信徒和僧人等。小村在 1960 年代还有一两个活动积极的一贯道信徒，
其中一个是妇女。当时从生产大队和党支部核心成员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在幕后搅乱生产小队的
“阶级敌人”。另外如一个做棺材的人也是一贯道信徒。这个人的儿子( 也是一个做棺材和家具的
木匠) 就是今天小村的村小组长。此外，村中小庙仍然住着一个僧尼，庙的公开用途是生产队粮食
仓库。僧人在公社时期不敢公开做法事，其公开的生计是为村里人看孩子。她虽然从不参加生产
队集体劳动，但每年与其他村民一样，能分配到基本口粮。这个僧人私下里做法事和收徒，村里有
一些妇女是她的追随者。僧人在 1980 年代初离开村中寺庙，到昆明一所著名寺院当住持。她后来
将其徒弟派来修缮村寺庙，并成为村寺庙的住持。她的本村徒弟则成为今天村中另一所寺庙“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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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种因水利建设而强化生产队 /自然村作为社区边界，会让人想到沃尔夫关于国家的进入增强了共财农民社区
的观点。
集体化时期的一项重要农事活动是在春耕插秧时节的犁田 ( 驶田) 。被挑选出来犁田的往往会被认为是村内
能干和能吃苦的男人，因此犁田组( 约 20 多人) 成员中有一部分是生产队下的生产小组组长。犁田组的组长
更是公认的村内体力强大，并最肯出力的生产小组长。这个人是全村的表率。在 1970 年代中期，担任犁田组
长的人也是一个“成份高”的生产小组长。在 1958 年大跃进时，由于村内很多男人被抽调去修水库，有个别女
性党员参加犁田，但随着大跃进失败，男人回到村里，妇女就不再有机会从事犁田这一具有“仪式”重要性的农
事活动。
在集体化时期，这些生产队领导也会利用自己的职权，将亲属或“我家人”安排到村里的好位置上。例如当时
的生产队长金诚安排自己的儿子作为生产队唯一的一辆运货卡车的驾驶员。一个资深的副队长的儿子有开耕
地拖拉机的，有当小学教师的。但因这两人有丰富农业经验，且管理有方，其个人品行仍然得到村民拥戴。
金诚因为在农事活动安排和经营非农活动方面有能力而获得村民拥戴。他因此在 1960 年代初期成为小村内
一个生产小队队长( 全村共 7 个队) 。该队是蔬菜专业队，后来成为全村年底分红分值最高的一个队。他最为
人称道的功绩是在 1967 年昆明发生两派武斗，城市管理陷于瘫痪，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也无人监管时，将生产
队的蔬菜拉到自由市场出卖。结果那一年该队的分值达到每 10 分工分 2. 7 元，一个集体化时期空前绝后的最
高记录。在 1969 年小村 7 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队时，金诚被推选为副队长，1972 年他取代德高望重但年龄较
大的队长，成为生产队长。



神殿”的组织者①。
对以上提到的这些人做生活史研究，会发现精于农事活动者一般有中农－乡绅背景，是父系制

家庭的男性家长或成年男丁。他们或因其农业生计方面的优势而获得尊重，或因其所受教育程度
较高、有特殊技能而被调入自然村－生产队的技术岗位、管理位置或政府的农业部门工作。过去在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社会或历史的研究中，不少人会注意到公社时期( 特别是 1961 年以后) 生
产队领导多是非党员。例如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研究和陈佩华、赵文辞和安戈的广东农村研
究［12］179 － 192，［13］26均有此方面发现②。这些研究也会指出生产队领导一般是具有农业生产和管理能
力的人。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问及为什么大多数生产队领导不是党员③，更没有追溯这些生产队
领导人的土改成份以及他们在民国时期的家庭背景。笔者在早前的民族志中倒是注意到 1960 年
代初以降滇池东岸小村的生产队领导身边出谋策划者的背景不少是“传统精英”［7］。这些人的复
现在 1963 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被大队 /党支部一方指为“阶级敌人反攻倒算”。但是笔者也没
有深究这些传统精英的复辟与农耕社区生计 /生活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在村庄里，集体( 生产队 /自然村) 的生存必须依靠这类人。集体化时代的正统观念

和意识形态是“依靠贫下中农”，其结果是贫农和下中农往往聚集在“论出身讲政治”的党支部 /大
队，但事关一村人生存问题的生产小队往往靠中农、富裕中农甚至富农或乡绅子弟支撑。自然村－
生产队不得不选择这类人组织生产，这些人及其家庭因此在村里享有经济和社会的较高地位。这
类人虽然因“家庭成分高”不能担任正式的领导，但他们是村庄“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例如他们以
其谋划生产和经营的能力，成为生产队领导或农事活动的参谋，从而处在村庄事务的核心圈。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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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小村虽然按官方认定为汉族村落，但从其村与相邻的子君彝族村的类同母子村关系，从村中的崇拜物( 石虎)

等看，这里是一个汉化的彝族社区。村中的财神殿也是混杂了佛教、道教和彝族的石虎崇拜。这个村庄的精神
世界是一个物、人和灵混融的地方。村中的庙宇是当然的神灵栖居处，或本身就是神灵( 如石虎) ;村中的水井
( 特别是“双眼井”) 也是有灵的，不能惹。村中传说某几家倒霉是因为“惹( 逗着) 了双眼井”，或惹了石虎，或
某人在 1958 年建食堂( 用村中大庙) 时，拿绳子拉倒了佛爷等。很多人家里都设有佛龛，新村的每一家底层都
有水井，这些井基本上无人用。村中的精神生活提供者包括寺庙僧人、居家的职业宗教组织者，此外还有基督
教组织者和约五十名基督徒。除基督徒外，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人来念经办灵。该村的精神世界特色还体现在
村人言谈及他 /她们与物、灵和动物的具身性视角( perspective) 。例如在日常言谈中，他们将物灵和神灵等混杂
在一起谈论。这种言谈的视角不是将人与物灵、神灵及其相互关系视为超人界的，更非“神圣”的，而是将其置
于“人”的和世俗的，如同与家中成员或邻人一样的关系的视角。这种状况也包括他们对待家中宠物，如狗和
鸟( 鹦鹉、八哥等) ，也会有一种“人”的具身视角。这种宇宙观让人联想到南美印第安人的“视角论( perspectiv-
ism) ”。参见 Viveiros deCastro: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Equivocation，Tipitií: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2004，2( 1) : 3 － 22。张乐天也在《告别理想:人民公
社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浙江一个村庄( L大队)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相比较大队干部，成为生产队干部的政
治要求比较低，例如一个小队蚕业技术员过去是国民党员，一个小队会计的妻子是地主出身。但是这些小队干
部中本人没有“四类分子”( 即地富反坏) ，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9 页。
此外，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注意到 21 世纪初的农村村小组长经常是相当于村落宗族族长的或红白喜事
组织者的人，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2—144 页。此外，应星的《大
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指出，在公社时期，受大河电站影响的农民上访时，推出的代表或组织者是生产队
长，参见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北京: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40—41 页。
只有傅高义根据广州的地方报纸资料指出:在 1960 年代初，“生产队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自然的农村领
导，回复到富农中的‘老农’手中”。参见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 》，
高申鹏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66 页。“成份高”或“家庭历史有问题”是这类人入不了党的正
当理由。小村 1970 年代中期的生产队队长金诚曾经多次申请入党，但都被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正明等支
委否定。金诚是外村人，在 60 年代初受小村所属国营农场团委派遣来村里帮助搞文艺，此后便定居在村里。
金诚因其背景较复杂，被传为“家庭历史有问题”，其兄当过土匪，本人在解放初当过警察。



如民间信仰组织者以其掌握传统宗教或信仰事务的身份继续为村民提供精神生活方面的服务( 包

括做棺材和做法事等) 。这也使他 /她们在村内保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包括中农－
乡绅背景的生产经营能手和民间信仰组织者或其他有“历史问题”的能人都有机会参与自然村 /小
队的政治活动和村落秩序整合①。
从政治观念史角度看，一般会认为自从 19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建构( state making) 和国家对基

层的侵入和掠夺，士绅阶层没落和消失，基层只有国家代理人。一般又都承认一个现实: 1950 年代
以后的集体化是国家侵入的巅峰，然后在 1960 年代初随着大跃进失败，政府收缩，撤回到公社以
上。自然村－生产队被承认为“基础”，并由于增强集体经济和改善基础设施，其社区框架得到强
化。但是在承认这一现实时，从观念出发的研究却看不到这个“基础”是以延续百年甚至千年的农
业生计和相应耕作方式为本的②，是以家庭作为生活单位和自留地的生产单位，是以自然村( 生产

队) 为大田生产单位。而直到当下仍然成为关注焦点的“土地所有权”一般是属于自然村 /生产队
所有。这种农业生计虽然在水利、化肥和种籽方面有很多改善，仍然要依靠天气等偶然条件，有很
多不确定性。这种生计－农耕的技术和地方环境维系了乡绅－中农和民间信仰组织者的精英地位。
这个本体性或存在性现实也是中国研究学者没有看到的。
但是本文并不将生产队 /自然村领导与大队 /行政村－党支部视为相互对立的两端。相反，两

级组织中的干部相互间也经常有共享同一个“我家人”网络的现象，并会出现从一方向另一方流动
的情况。例如从 19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实行村民自治和海选换届以来，集体化时期因阶级路
线下“成份高”而不能进入正式村级组织的乡绅－中农子弟也被选进村委会，并加入党组织。而在
1970 年代中期，则出现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也用自己信任的党支部委员取代不听话的生产队长。值
得指出的是，无论个人家庭背景如何，一旦身处行政村两委的位置，其对上级政府会倾向于比村小

组干部更多配合和顺从。这显示出两级组织领导人在与国家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

五、村民自治:“有实无名”之自然村 /小组

本文以前提出应将基层社区生计所依的地势或生境不仅看作政治或文化问题的“自然背景”，
而且应该视为政治或文化本身。小村个案表明，20 世纪中叶发生的集体化运动并没有根本改变那
个地方的生计方式和生境。这种“地势”因素使乡绅－中农成为村落社区的重要势力。现在要进一
步讨论这种“地势”的延续或新营造对地方领导和政治的持续影响。简言之，在国家推动的基层治
理“村治”③深入和国家推进的城市化高歌猛进的 21 世纪初，我们会看到这些乡绅－中农仍然能栖
居于特殊地势，例如“新农村”之中。而最近的城中村改造又以另一种“地势”，如“废墟”或“无人
区”使这些人得以涌现而出。
虽然这些现象出现在小村这样的地方有其深刻逻辑，但小村本身也是特殊的个案。因此在继

续讨论小村个案之前有必要对国家推动的基层治理对村落社区的一般性影响做一些讨论。简言
之，21 世纪以来的自然村 /小组的政治史是这个社区实体“被虚体化”的历史。这种状况已经成为
一些从事村民自治研究者眼中的弊病之一［14］。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被视为村民自治基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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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康隆对黔东南苗族社区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现象，参见罗康隆:社区营造视野下的乡村文化自觉———以一个苗
族社区为例，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5 期。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农村的耕作方式与汉代农业仍然很相似。关于汉代农业的状况，可参见许倬云:《汉代农
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这里指由国家推进的旨在增强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治。这是最近 20 年来与“村民自治”( 也是以行
政村村委会为基本层面) 的相耦合的一种双轨运动。



位的“行政村”或“社区”日益政府化。不少研究者批评这一级组织缺乏“社区性”和与村民“自治”
的要求不符合等等，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自然村或小组在实现村民自治中有重要意义，还有一些地

方政府开始试验自然村或村小组为单元的自治，试图以实施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自治来重建基层的

善治［6，15 － 19］。在中央层面还出台文件指示要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
试点”①。但是目前总的状况是自然村 /小组被认为是“空”的组织。
大多数乡村研究都将行政村的干部和村小组的干部混在一起看待。在实践中，地方政府为了

便于控制基层也是竭力使村小组虚体化，与此同时则将其容易控制的村两委做实做强。行政村层
面正是当下基层治理的重点②。治理的方式如行政村合并、将村两委领导变成“准公务员”、鼓励村
领导人“党政一肩挑”，以及在换届选举时增加由街道办对村委会和村小组候选人进行“审核”的环
节等。例如目前村两委领导基本上都由地方财政发工资，干支书时间超过多少年的有退休工资等。
在很多地方将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将国家的哺农资源分配都给到行政村这一级。行政村实际
上变得越来越像基层政府，但外貌还是“村民自治单位”。事实上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作为农村社区
最实在的东西———土地所有权属单位是小组 /自然村。换句话说，最实在的层次被故意视为虚体，
被当作虚拟的东西，被视而不见，或被视为“空心村”。
将村小组 /自然村虚化掉是最近十几年地方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其主要动机就是试图让行

政村两委取而代之。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例如，在征地拆迁的问题上，通过村委会是很容易达到
政府目的的，而作为地主代表的村小组则不好对付。从以上的小村历史看，在国家不对农民过分汲
取的时期，例如在 1960 年代初中期和 21 世纪初大举城市化征地拆迁之前的几年，大队 /行政村村
两委会与小队 /自然村的态度和立场会更一致些。但在国家向农民索取严重的时期，大队 /行政村
就更多像基层政府的代理人。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事项能够推行而将村小组 /自然
村虚化以后，短期目标达到了，直接效益也提高了，但代价是毁掉整个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这个
基础有多么重要，远的不说，仅仅看 20 世纪后半期大跃进之后的公社体制下的小村历史就清楚了。
在今天如果不是从与本文相类似的角度调查一个小村式的地方，一般观察者会说自然村 /村小

组是一个空的、没有实权的村民单位。这样说当然未看到事物的本质，因为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重
要内容，即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是自然村或村小组没有被看到。此外这种看法也遮蔽了自然村或村
小组仍然是农耕生境的基本单位，是精神和物相融贯的场所等真相。这些“本体”性因素在特定的
历史时间和政治经济条件下，仍然会如同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集体化时期一样，成为乡绅－中农复
现的“地势”。滇池小村在最近十几年的历史就是如此。

六、21 世纪:作为栖息地的“新农村”和老村“废墟”

行文至此需要讨论两个问题。其一，21 世纪初的“新农村”建设何以成为乡绅－中农的栖居场
所? 其二是拆迁造成的“废墟”的意义。
小村最近 7 年的变迁与该村自 2005 年开始，历时 5 年建成的一座“新农村”有直接和重要关

系。建新村是由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老皮和支书张生民牵头进行，但背后的推动力是村民对国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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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 厅字［2016］31 号) 题为《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
试点实施方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提出要发现自然村或小组在实现村民自治中有重要意义。少数地方政府开始
试验自然村或村小组为单元的自治，试图以实施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自治来重建基层的善治。在政策层面则有
最近( 2016 年 11 月) 中央办公厅要求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开展村民自治试点”发文。此外，
2016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价征地提出的替代补偿要求。
自从 21 世纪初以来，昆明城市扩张非常迅速，小村所在的滇池东岸农业区也开始遭到城市化

大规模蚕食。20 世纪末这个地方刚开始出现自生自发集镇化现象［7］，但刚进入 21 世纪，这一趋势
就被国家主导的大拆大建和大征地的城市化打断。用国家城市化消灭城中村和自生自发的城边集
镇的运动席卷而来。2004 年地方政府要以很低补偿价格( 每亩 12. 5 万元) 征收村中大片农地( 近
700 亩) ，建一个打着公益旗号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新亚洲体育城”。行政村两委为了获得村民对征
地的合作，向乡政府提出划地盖新农村的建议。乡政府则回应: “如果你们保证老百姓不上访，
［在］能够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你们就自己去办!”［8］158结果是 2005 年以“建设新农村”为理由，小村
从集体土地中一次性划出 260 余亩，在上面盖起一座有 503 幢房子的新村。
新村的诞生虽然是村两委牵头下的自然村 /小组与政府在土地方面的一次交易，但当时的村两

委领导( 主要是支书) 想按照流行的别墅小区进行规划，并按照城市小区模式进行管理。书记设想
在统一建成新村之后，通过招商引资，将村中的底楼商铺承包给某一家企业建成统一的市场，并由

其对新村进行统一管理。而在村民的反对下，这几项按照“现代化城市”和“批发市场”标准提出的
建议都没有成功。
首先，按照村支部书记的规划，新村的楼层最多有 3 层，且应当由集体承包给人统一建盖。现

实情况是村民不同意集体建盖。各家自己盖房开始后，层数都突破 3 层限制，一般达到 5 层半，最
高者达到 9 层半。村民的打算是用新房子作为失去耕地后的主要生计来源替代，因此需要较多楼
层，且大部分楼层将用于出租。由于村民都不同意将新村交给外来投资者建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结
果是每家每户自己经营出租房子，楼底商铺也是各家自己出租给个体商家。2007 年我们在村里访
谈支部书记时，他将新村建设视为一次失败，声称楼高低不齐，每日能晒到的阳光很少。书记称，
“住都住不成”［8］156。
新村在 2010 年开始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中成为拆除目标。在拆迁中，区和街道政府以过去近

60 年建立的“村两委－我家人”网络作为动员机制，以高压和利益诱惑为手段，最后有 78 家人签了
拆迁协议。这些人家大多数就是村委会和党支部核心成员的家庭及其部分“我家人”①、追随他们
的村小组组长、村小组党支部书记，以及一些在本区工作的公职人员( 其中一部分也是村两委的我
家人) 。由于绝大多数村民抵制，除了少数几幢村干部的房子被部分拆毁外，新村整体得到保留。
新村的存在也是城中村改造在小村“烂尾”的重要原因之一②。
从村民视角，新村是他们的“理想家园”③。今天来看，建新村既是自然村基础上的地势新“营

造”，也是小村人在其自然村中农耕生计生活的顺势延展。说得形象一些，村民过去在村里各自种
庄稼，现在则各自“种房子”。
首先，新村建设仍然沿袭村民在村集体批得的宅基地上各自盖房子的惯例进行，包括地面面积

都与过去的宅基地一样大，即不超过 100 平米。新村虽然外貌是城市小区房，但其实每一家都独立
成栋，整个村仍然是以滇池沿岸村庄的“块状聚落”形式构成，仍然是按村庄式高密度空间和较窄
街巷格局建成。甚至每一幢貌似城市小区房的建筑的空间格局仍然有传统“一颗印”四合院的形
制，每幢楼顶的半层空余部分大多被建成院子，楼顶大多有佛龛，楼底都有水井。整个楼是一个有
天有地的小世界。这座新农村成为此后 7 年来村民的主要生活和生计来源。
其次，由于村民反对将新村的底层商铺统一承包给外来企业长期作为市场，并统一管理，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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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03—2013 年期间小村的村小组长( 前后两人) 一个是党员，另一个则是村委会主任老皮的忠实追随者。
笔者曾另文讨论过新村作为一种“本体性”或存在性的“物”在城市化和抵抗拆迁中的“中介”意义。见朱晓阳:
物的城市化与神的战争，载苏力:《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 年( 第 12 辑) 。
见“给我们小村新村农民一个生存的空间”，2010 年 5 月 22 日，小村档案( 内部) 。



的商铺和住房都是由各家自己出租。新村最终形成一个本村人与租房者混合居住，市场与住宅相
结合的场所。新村的下水、道路、绿化和卫生等基础设施是按城市小区的方式建设，但管理是由村
小组组织。2016 年，曾经主持规划新村的村支书张生民( 当年换届后兼任社区 /村委会主任) 以及
村两委再次提出要将新村的“物业”( 包括门禁、道闸和市场管理等) 整体打包，让企业来承包管理。
按照这个方案，以后村民小组的干部将由承包新村的企业发工资。此事在村里再次掀起反对浪潮。
在三次村民代表会和一次村民大会将整体打包方案否定后，村两委不再提此事。村民和村民代表
在议论整体打包方案时，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一旦打包出去，生活成本将提高，而且村民将不再

掌控新村的命运。2015—2016 年村小组内部也曾议论过如何对待新村管理。后来较统一的意见
是认为，新村是一个“市”或“集镇”，即一个集生计 /生意和居住于一体的地方，因此不能按照城市
小区那样的单一功能( 例如只能居住) 地方的情况进行管理。更重要的是，村小组坚持新村不能整
体打包给企业管理，必须由村民小组和各家各户自己管理。
村小组坚持自己管理新村是基于经济和政治双重原因。就经济而言，新村已经成为村小组集

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村小组每年收取新村商铺和摊贩的卫生费和管理费最少的年头有 40 余万元，
这一数额约占小组年收入的大部分。按村小组长的说法，如果没有新村的收入，村小组连门也开不
了。从政治角度言，新村不仅使村小组收入源源不断，而且保障其独立地位。因为有了新村，村小
组 /自然村作为社区的框架再次得到强化。这种强化是在经历了将近 30 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分散化
之后发生的。
新村的房租对于每一户村民而言更是一份有保障的主要收入。由于新村建设在分配地块方面

是按照抓阄和平均原则进行的，全村当时的每家都得到了一块面积相同的宅基地。各家的位置是
用抓阄方式决定，因此地势位置优劣与否是随机产生的。建盖之时，村民基本上是用征地补偿款
( 约每人 11 万元) 投资其建筑主体，建成后的新村各家外形和结构差别不大，内部装修程度则经常
取决于各家的经济实力。建成后的租房经营收入最少的人家一般年份是年入 8 万余元，收入高者
能达十六七万。收入高的一个原因是其地势靠近村北部农贸市场，楼底商铺的租金较高。但在如
此平均分配为起点的新村，几年以后村民的分化仍然存在。有 11 家将新村宅基地卖给本村或外来
人盖房，还有几家因家庭纷争( 如离婚) 、做生意亏损或赌博输钱等不得不将新村的房子出让，另有
个别人家为人处事方面粗鄙，与租户不会打交道，因此在房屋出租方面有困难。这些人家有一些成
为新的穷人，个别人甚至成了占居在新村公厕或老村公房里的“无房户”。按照村庄传统，村集体
应容许无家可归的穷人占住①。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是收入较稳定和平均的人家。这些人家可以
视为在城市化时代，因“种房子”而步入“小康生活”的中农②。就此而言，新村是一个“自耕农”的
世界。这些人家如果 2010 年不是村两委成员、村小组长或在本区( 县) 工作的公职人员家庭，基本
上都未签拆新村房屋协议，因此都是小村的抵抗拆迁派———“桥头上”的公开或沉默的支持者。值
得再次提醒，签订拆新村协议的人家最终只有 78 户，占新村总户数近 16%。
以上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废墟”的意义。2010 年开始的拆迁使小村的老村中一部分建筑被

·8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①

②

在小村过去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个别村民因无家可归而占居村集体的房子。村集体对这些
因个人或家庭原因而陷入贫困的“边缘人”负有提供居住处的责任。如果小村的新村是一个城市小区，这些穷
人将不可能赖居在新村的厕所里。
2016 年 6 月在新村对个别居民收入支出情况调查发现，年租房收入最少的每户约 8 万余元。除租房外，如果
家里有两人在外有工作，则家庭年收入能达 20 余万元。例如一户村民( 村委会报账员) ，本人年工资收入 1. 8
万元，其夫开公交车年收入 12 万元。这一家的年收入为 23 万元，支出为 16 万余元( 由金杰提供数据) 。此类
收入情况的人家不少。另有一户租金年收入为 10 万元，夫妻俩人在附近螺蛳湾商贸城打工，年工资收入 10 万
余元。2016 年是经济不景气的年份，新村内的房子不时会有空置，房租也比往年有所下降。



拆除或部分拆除。签了拆迁新村协议的 78 户人家及其“我家人”基本都签了拆老村房屋协议。加
上其他村民，大约有 380 余户( 按建筑数量计算) 签了拆迁协议①。由于剩余的一多半村民抵制，再
加上几年来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小村的城中村改造从 2012 年以来陷入“停滞”。从事后分析，小村
村民中几乎全数( 包括签协议的村两委成员) 都不愿意拆新村。但在对待老村时村民的意愿则明
显分化。老村居住者中有大约 100 户左右的老人，他们仍然居住在老村，且不愿意从那里搬出②。
其余约 500 余处未签协议的户主中，一部分是在拆迁开始的最初两三年相信“要保住新村必须有
老村作为‘顶梁柱’”的人。另有一部分则属于觉得补偿太低者。今天已经很难计算后两部分人各
占多少。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在保新村和老村的斗争中，核心组织者是一批年龄在 50、60 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他们中的主要领导人是 5 个年龄在 60 至 80 岁之间的男人，被称为“五个人”或“五代
表”。“五个人”周围有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小组”，其中有男有女，年龄也基本在五六十岁以
上③。在最初一年，抵抗的目标集中于“保新村”时，参与小组活动的还包括一些在新村买房或开店
的外地人。在这个小组之外，则是主要由中年或中年以上的村民构成的“桥头上”。从 2010 年 7
月开始到 2013 年换届选举结束为止，位于老村和新村之间的大沟上的一座连接桥头变成抵抗拆迁
的村民每周三聚会的地点④。“桥头上”聚会在人数最多时候能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特别是“五个
人”和“小组”都不属于过去 60 年形成的“村两委－我家人”网络中人。这些人，特别是五个人有 3
个的家庭属于土改时划定的中农或富裕中农。
如前所述，在拆迁中，国家是以“村两委－我家人”为动员网络，对村落社会拔根。小村的情况

是因抵抗和其他原因，致使拆迁陷入停滞。由于拆迁运动以强大力度将“村两委－我家人”网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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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小村“五个人”中马大爹 2011 年 6 月写的一份报告中，统计当时老村“共有住房 890 处，已签字同意拆迁 388
处，未签字不同意拆迁 502 处。还住有村民 130 户”。见小村档案:“关于老村现住老年人的情况调查及今后的
安排意见”。
虽然将老村称为“废墟”，实际上从老村的老年居住者的角度，老村仍然是一个宜居之处。最近几年村中有土
的地方都被村民种上蔬菜，完好的空置房子都被出租住进了人。村里的三座寺庙仍然有人活动，大庙还进驻了
职业花灯剧社，每天都有演出。大庙是召开村民大会的地方，大庙门边的老茶室也是村中老年妇女每日集聚的
地点。此外，老村边有小村人举行宴会的客堂。这座客堂可以同时摆放 160 桌。小村从每年 10 月到来年 5 月
以前是请客季，几乎每天都有在此请客的。小村客堂因为地点大，且有大停车场，左近村庄的人也到这里租场
地请客。在村里客堂一般正客两天( 4 顿) ，加上开始和结束，一般延续 4 天。按村民的说法，这才叫做请客，哪
里像城里那样，在饭店吃上一顿，互相都说不上话。因此，小村的客堂做客是村民充分交流的场合。此外，客堂
请客的成本较低，除了支付厨师( 1 至 2 人) 费用，其他杂工都是村民互相帮忙。估算下来，每一桌一顿的成本
为 250 元。客堂内有老年协会活动室 /茶室，是村中男性老人的每日聚集地。办灵中一个环节是在家中请人念
经，出殡时将象征性的棺材( 竹子和纸糊) ，连同其他陪葬的祭品( 纸钱等) 沿着老村边绕行，进入新村的大街，

再回到老村边，然后在那里将祭品焚烧。另据 2016 年 6 月在小村做的居民生计调查，受访的 4 户老村居民的
年收入在 2 万元至 5 万余元之间，这几户包括有固定工资的退休老人和村小组长、依赖出租房的和种菜的。4
家的支出和收入比例除村小组长家为 88% ( 支出 4. 78 万元) 外，其余为 26%、47%和 57%。这 4 家每年都有结
余存款。金杰提供数据。
老人之所以成为小村的长期抵抗组织者和核心参与者的原因有几种:其一，如文中提到，老人多居住在老村，且

绝大多数习惯生活于此，不愿意搬出村;其二，老人大多不工作，日常时间主要消磨在村里，有可能成为全职抵

抗者;其三，在拆迁中，特别是参与突发性冲突事件( 如 2010 年 7 月 1 日冲突等) 的年轻人有较高被拘留的风
险，因此大多数堵截挖机的时候，家中老人一般会自己挺身出面抵挡，让年轻人躲在家中。
“桥头上”因其在空间上的节点地势，成为小村人定期聚集的地点，“桥头上”甚至成为村中人称呼抵抗拆迁者
的外号，和抵抗者认同的自称。张天新分析过这座将新村与老村废墟连接起来的“桥头上”的社会空间意义。
参见 Tianxin Zhang: Self-support and self-protection urban village space: Case study of Hongren village，Yunnan prov-
ince，paper for“10th conference of the pacific rim community design network: agency and resilience”，15 － 17 Decem-
ber，2016。



个儿囊括进去，并在他们签过协议后将其房子拆除，这个网络在一段时间内( 2010 年 7 月—2012 年
初) 被真实地连根拔走。在那段时间，村干部不再居住村里，村内秩序是由五个人组织“小组”管理
着。2012 年以后虽然村两委和村小组领导重新恢复对小村的管理，但是村内已经形成两股对立势
力。“桥头上”成了 2013 年以后换届选举中五个人一方的“基本盘”。2013 年 5 月的换届选举结果
是村两委继续掌握在原村两委成员手里①，村小组领导权则被五个人中的刘述戎获得。2012 年以
后由于五个人内部意见分歧等原因，只剩下 3 个人继续领导村民抵抗拆迁。2013 年换届选举后，
这 3 个人成为村( 自然村－生产队－小组) 核心领导或顾问。2016 年的换届选举在村小组层面基本
上重现三年前的结果，刘述戎再次当选为小组长②。
抵制拆迁并成为村核心领导的小村 3 个人中的两个的家庭土改时的成份是上中农。其中村小

组长刘述戎的父亲是一贯道信徒，以做棺材为业，土改成分是上中农。刘述戎年轻时候也是个做棺
材和家具的木匠。最年长( 1934 年出生) 的马大爹是小村 20 世纪 30 年代的老绅士马会的曾孙，土
改时的家庭成份也是上中农。马大爹自从 1950 年代中期就离村在昆明工作，在外入了党，1990 年
代中期退休回到村里生活。第三个人叫刘杰，其家庭出身是贫农。但刘杰的祖父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是殷实人家，刘杰的祖母去世后，祖父染上鸦片瘾，家道开始中落。祖父后来抛下村中两个儿
子，到昆明开一间古玩店，并娶一个“太阳落的老妈妈”( 其孙语，意为再婚) 。村中儿子因此陷入贫
困，土改时刘杰之父被划为贫农。
由上可见，在国家通过其六十余年建立的乡村网络，对村落进行拔根的时候，过去半个多世纪

嵌入在自然村 /小组这个农耕社会生境内的乡绅－中农背景的精英也能够依托拆迁“废墟”———一
个具有时间延续的地势 /场所涌现出来。
关键在于无论是村民自建、自住和自营的“新村”，还是被抛弃的老村“废墟”，它们都是一个空

间上的社区。这样的社区曾经以农耕为本，即使集体化时代也没有将其农耕社会的内生秩序消灭。
在 21 世纪的城市化运动中，虽然农业生产及其环境消失，但在村落基础上演化而成的“集镇”空间
中，社区秩序仍然得以延续。简言之，有这样的空间存在，其内就有了乡绅－中农说话和定规的机
会③。小村前些年靠了这些人出头领导反拆迁，后来又在 2013 年基层换届选举时，将他们选进村
小组和村民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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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村两委成员能当选的原因，除了 7 个村委的“我家人”网络外，最主要的选票来自与小村同属一个行政村，在拆
迁中被拆毁的两个村庄。两村的总票数约 570 余张。由于拆迁，这两个村庄在利益与小村的村两委一致。在
2013 年和 2016 年的换届选举中，两村基本上都将票投给村两委成员。
2016 年居委会 /行政村两委的选举中总支书记张生民再次当选书记。张在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击败原主任小
皮，成为“一肩挑”书记－主任。张能够当选主任是因为得到以自然村刘述戎为首的 3 个人－小组－桥头上支持。
3 个人在选举之前预测自己一方的候选人不能胜出后，决定“分化”村两委，改为支持 2010—2013 年拆迁期间
不在村里任职的张生民。支持张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来自另一个自然村，对于小村的事务应该干预较少一些。
在得到 3 个人支持下，张生民得到小村自然村数百票支持，加上其本村金牌等村的支持，最后以比小皮多 50 余
票的微弱多数胜出。小皮的支持者仍然是以原村委会的所有村委及其“我家人”为主。
笔者最近在安徽绩溪县一个地处山区的自然村进行调研时，发现这个自然村( 村内有 5 个小组，该村与左近 8
个自然村构成一个行政村) 在最近两年，为应对村两委没有主要领导人( 即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来自该村的局

面，经村民选举成立自然村范围的村庄理事会。这个村内居住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年轻人基本在外打工，并搬
迁到县城或杭州居住。几乎每一家都是这种空间上撑开的家庭。村理事会代表来自村内每一姓氏代表和村民
代表，理事会长则是一个年过七旬的村小组长。理事会长中农出生，是石匠，从文革时期开始就是村内生产队
长。另一理事会骨干是曾任过乡党委书记，退休回村的本村人。理事会是在本村在外工作的“旅外人士”倡导
下成立，主要目的是统一维护全村利益，处理与发展和村规有关的事项，例如筹款修仿古戏台，实施自来水安装

工程和监督村规民约实施等。



七、不确定的未来

虽然最近几年小村舞台上演了乡绅－中农依托于自然村 /小组的政治戏剧。但必须承认小村
在这个时期演出的这出戏是特殊案例，其“废墟”条件也是与因拆迁搁浅这一事件造成的政治真空
有密切关联。相反如上提到，同一时期其他地方的普遍状况是基层社区( 自然村 /小组) 经历着“被
虚体化”的治理过程。即使小村本身，也在特殊历史时期过去之后，其村庄政治过程也从所谓“反
结构”过渡( 重回) 到“结构”的状态。目前的状况是自然村 /小组虽然“身子骨”在，外貌却快没了。
“身子骨”是指作为“地势 /生境”的实体，“外貌”则是指其作为村民自治单位的一系列权利。
例如村小组作为村民自治单位一直有小组公章。集体化时期生产队也有队公章。在村小组长

眼里，公章等同于村小组长的权力，公章意味着村小组是一级独立单位。但 2016 年换届选举之后，
地方政府( 街道办) 不再像过往一样将换届期间暂时保管的村小组公章还回各村小组。从此以后
村小组要出具任何文书或证明，在小组长签名后，再拿去村委会( 社区居委会) 请求代章。此事对
于村小组来说是很严重的权利被剥夺。村小组长刘述戎对我多次抱怨:村小组自己的事需要村委
会代章，不就是等于要村委会批准吗? 更严重的事发生在换届选举后不久。2016 年 10 月区政府
网站上有一份题为《关于小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不要求听证的说明》的文件称: “小村居民小组
的 14. 9101 公顷用地( 即老村) 已经征得村小组党员、村民代表及被征地农户同意，对项目用地不
申请听证。”落款单位为“小村社区小村居民小组”。该文件上加盖社区居委会( 村委会) 公章，并附
有村小组组长刘述戎的“签字”。
以上这些出现在文件中的内容大多数不是事实。区有关部门没有按程序就“同意不申请听

证”一事，征询村民代表和被征地村民意见。文件所附的村小组长签字也是伪造的。
刘述戎很快去相关司法鉴定机构对该文件上的签字做了笔迹鉴定。结果是签名非刘笔迹。此

后刘向( 区和市) 纪检部门打了报告要求彻查。结果是政府网站撤回那份公告，假冒签名之事却无
人来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村小组公章被收和被冒名签字只是村小组权利被削弱和侵害的一个事例。更多的情况是在日常

村政中，村两委是政府实施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与村庄政务和治理有关的重要活动都是落实到社
区( 行政村) 层面。如小村的新村被承诺不再拆除，并被政府列为“城中村微改造试点”后，地方政府
组织的所有关于微改造活动都是找村两委承接。虽然村两委在小村作为一个没有领土的“悬浮政
府”，仍然要请村小组落实微改造的项目，但村小组不再像过去几年那样有较大决定权。当然这种小
组自治权的削弱也与村小组长个人及其与现任村两委领导的关系有关。简言之，自从 2016 年换届以
来，村小组长刘述戎与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生民关系密切。虽然在征地拆迁问题上刘述戎坚持过去
的立场( 与张生民对立) ，但在其他事务上则明显靠拢村委会。按刘的说法，如果不靠拢村委会自己没
办法做事。他说:“我连盖章都要找村委会，如果不搞好关系一样事也做不成”。
从现象上看，自从 2016年底以来，小村新村的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主要的变化是将过去紧挨排

污大沟的烧烤街腾挪到加盖后的大沟上，并用统一的彩钢瓦修成“风情夜市街”。此外还将新村的中
心修成广场，成为晚上居民跳广场舞的地方。还有便是在新村的外围修筑了围栏。2017 年村的另一
重要事务是配合昆明市政府“创文明城市”活动。从是年 5月以来村中的卫生有了极大改观。
以上这些变化是村小组与村委会之间合作的结果。如果不联想到村委会做事总是在配合政府

和开发商拆迁征地的计谋，以上这些事都是惠及小村人和自然村的“民生工程”。这也体现出以前
提到的，行政村层面在国家不过度抽取农民的时期，与自然村 /村小组的立场会比较接近。当然这
些项目进村也在村内引发冲突。由于其中几项工程牵涉到寻找投资合作、租赁乙方或招标投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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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工程实施和土地租赁合同的乙方基本上都是村委会主任和村小组党支部书记推荐的单位。虽
然在准备和实施过程中也开过村民代表会，但其程序有瑕疵，而且工程或多或少影响一部分村民的

利益。其结果是包括利益受到损害和无关的部分村民对村小组长十分不满，认为村小组长刘述戎
已经“叛变”，成为了村委会的跟从。
对小村当前的状况如果不仅仅从个人层面看，而是联系到以上所说的国家的基层治理重心所

在和村小组 /自然村“虚体化”等一般性趋势，我们便会看到背后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原因。简言之，
随着国家基层治理的下沉，行政村－社区成为国家与村政交接的基本界面，来自国家的资源都集中
在此层面再分配，村庄行政也因而上浮到村两委层面。村两委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权力因此得
以增强，而村小组 /自然村的权力也随之遭到削弱。
但是如前所说自然村 /小组作为“社区”的“身子骨”仍然在。它仍然是血缘 /地缘一体的单位，

仍然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框架，仍然是仪式性活动的中心( 婚庆、丧葬等) 。用本文的话来说小村
自然村 /小组仍然延续着其生境－地势的自足性。
当下的乡村治理自然单位本应是与生境－地势关联的自然村 /村寨 /小组，这个层级显然应当

成为村民自治的关键节点。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己的事项考虑，趋向于增强易于其控制的村两委，
与此同时着力削弱自然村 /小组的自治权。其结果是，一方面行政村并未因此变得更具社区性;另
一方面自然村 /小组则成了被剥光衣物的赤裸之人，身子骨虽然在，但时时遭遇寒风侵袭。虽然村
小组长会不惜违背本村村民利益，在一些事务上趋就村两委和上级政府的要求，但在征地拆迁等根

本大事上仍然不敢不听从本村村民的意见。地方政府在推进这种事项的时候，如果遇到来自村小
组的阻力，一般会依靠村两委，绕开村小组行事。政府或者假手村委会直接找些“我家人”关系网
内的村民和村民代表签字，以村委会代章同意，或者如小村发生的那样，假冒村小组长签字。依靠
村两委的治理虽然有“效率”，其长远后果是使村庄社会冲突激烈，出现更多上访告状或地方社会
不稳的现象。这种村庄治理使村小组长这类人处在上下夹击的缝隙中。他们个人感到左右为难，
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也因此处在危机之中。

八、结束语

笔者在 2010 年以来介入昆明地区的城中村改造，特别是最近 4 年介入滇池东岸小村的治理过
程中，获得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知识。与此同时，过去的一些关于当地的碎片知识或未朝深处追究
的印象也得到了集中和提炼。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村落的政治过程和治理①。
总而言之，对乡村基层治理的讨论很容易被政治观念史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治观念

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首先是关于政治领导人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较有
影响的观点是“士绅模式”。费孝通、胡庆钧和周荣德等对士绅的性质和意义多有论述，特别是后
二位还有深入的田野调查。但 60 年代以后，士绅模式被批评，被认为不适合研究当时的乡村。这
些观点基本上是依据现代国家建构或国家深入农村的视角，对乡村社区的干部等进行观察后得出

的。这些研究强调现代国家或国家意识形态宰制和组织建构现实的能力。从这些路径出发，乡村
社会的领导人被概括为“经纪人”“代理人”或“国家中介”等，乡村社区在集体化时期被理解为“原
子化”［2］。但是这些视角下的研究都没有关注具体村落生计和生境对乡村领导人形成的影响。例
如大多数研究都没有看到集体化时期生产小队与大队两级干部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容易
将体现党的阶级路线的大队( 行政村) 干部，特别是党支部干部的角色等同于生产小队( 自然村)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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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是笔者在《开放时代》2016 年第 4 期上发表的“乡绅、‘废墟’和自治”一文的扩展讨论。



部。其次是关于国家与传统家族的内在关系虽然被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但是这种内在联系的地方
性农耕环境和生计面向原因没有被深究。在厘清以上问题后，对于当下乡村社会的治理应当有新
的见解①。
本文就此讨论两种乡村领导人。第一种是与国家进入农村的组织路线有关，通过这条路线，从

土改时期开始，形成贫下中农背景的大队 /党支部 /红家庭及其“我家人”的正式政治层面。第二种
是由于自然村范围的家庭 /集体生存需要，使农耕社会能人( 乡绅、富裕中农甚至富农等) 成为生产
队 /自然村的经营和管理者。基于这一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
要言之，国家 60 余年来对乡村社会的进入确实成功，其通过政治 /组织路线，对血缘 /地缘的村

落社会进行了重新编织，并利用这个扎根乡土的特殊网络建立起统治和治理的基础。在另一方面，
国家同一时期也因其试图全面控制和计划农村生计 /生产而遭遇失败;其失败和撤退，使传统精英
得以栖息在村落社会中，并成为影响基层政治生活和社会凝聚的另一重要势力和深厚基础。
本文在讨论滇池小村个案的时候，注意到这里在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与因具体的时间、政治经

济条件和具体的人而形成的“地势”之间的关系。但案例在很大程度上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状况有
相似性，即乡土社区的基本单位———村小组 /自然村日益遭到“虚体化”的处置。特别是近年来地
方政府为了自己的事项能够推行而将村小组 /自然村虚化以后，短期目标达到了，直接效益也提高
了，但代价是毁掉国家安身立命的基础。
如本文前面提到，即使在貌似完全“单轨政治”的集体化时代，社区性的生产队－自然村也是国

家赖以扎根的基层。因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应当对自然村 /小组作为单元的自治地位给
予完整赋予。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

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我们如何解读十九大报告的如上内容? 或许这里蕴含着破解乡村社区治理不确定未来问
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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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Ｒural Gentries to Middle Peasants

Zhu Xiaoyang

Abstract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many researchers have argued that even if there were gentry in the rural communi-
ty，they disappear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tates and the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by the state． But one of the flaws
in the researches on rural elites are‘deterritorialization’． In this context，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some political ideology
obscures the reality in specific location and in a lengthy process． This paper，taking a different approach，examines the ru-
ral leadership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form of ethnography of topography． Based on the local history of the last sixty yea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structure from the gentry to the middle peasants and even to the natural villag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aper will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 village /villagers' groups and their leaders for grassroots political
life and community maintenance on the basis of reorganization of blood /geo-village communities through political /organiza-
tional lines over sixty years．
Key words Gentry; Middle peasant; Village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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